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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

———基于非农就业和要素供给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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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１３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智慧城市试点作为一项衡量数字经

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

效应和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 １） 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且这一结论在经

过平行趋势、安慰剂等多种方法检验后依然稳健。 （ ２） “需求－供给”两端分析表明，促进非农就业

和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供给是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 ３） 数字经

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和规模化种植较为完善的城市

更明显。 （ ４）城镇化在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具有显著 “ 单一” 门槛效应，只有在人

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经济才能发挥出对 农业 生 产 性服 务 业 发展 的 促 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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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大国小农” 基本国情下，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出路 ［ １］ 。
小农户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但其与生俱来的弱质性使其难以融入

现代农业发展轨迹，再加上农村地区存在物质以及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劣势，要想在现有土

地、劳动以及技术等约束条件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只有走与美国和日本

“资本型农业”不同的道路，即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２］ 。 农业生产性服务让分散的小农户

在生产经营一体化中增强竞争力、在分工卷入中提升效率以及在产业融合中拓展新业态，从
而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调节和润滑经济的辅助作用。 近年来，多个中央文件重点强调了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关键作用，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也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在农业生产服务边界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着服务体

系不健全、供给与需求信息错配、农业金融发展滞后等问题，制约着中国现代农业发展 ［ ３］ 。
早期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个体、劳动力转移、耕地特征

等微观层面。 从宏观视角看，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政策扶持力度、市
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自 ２１ 世纪以

４５１

　 　



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作为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引领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以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发展，
压缩信息时空传递距离 ［ ４］ ，不仅能有效扩大服务业的服务半径，增强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的

广度与深度，促进贸易的发生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 ５］ ，还能提高服务业全行业生产率和市场交

易效率，减少地区之间的资源错配 ［ ６］ ，有效助力中国服务业升级。 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
字农业、互联网＋农业等被认为是推动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 ７］ 。 由此可

见，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同样拥有巨大的潜力和市场空间。 事实上，
在数字经济冲击下，农业分工将逐渐深化，内置于农业生产链条的相关服务环节逐渐外化，在
数字空间里形成密集的社会分工网络，进而转化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８］ 。 在数字经

济加持下，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将被解构和重塑，人力、资本、土地、数据等生产

要素供给精准性将普遍提高，从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农资产品交易成本，促进农业及相关

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冲击，采用多时

点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较为外生地评估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为把握

新一轮数字革命和加快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思考；第二，
以“需求－供给”两端为切入点，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从非农就业和要素供给两方面归纳数

字经济驱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同时结合区位优势、农业生产特性等因素，探
讨数字经济影响的异质性特征，提升全文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基于“以城带乡”视角，以城

镇化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和服务化红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为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 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激发农业生产性服务对象的现实

需求，催生农业社会化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外源动力，还能有

机整合农业生产性服务资源，高效地把技术、信息及资本等先进要素融入农业服务产业链，从
而满足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需求主体和需求内容的异质化所带来的新要

求 ［ ９］ 。 为此，下文将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揭示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的作用机理。
（一）需求端：劳动力非农转移

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调整，数字经济是促进中国

非农就业增长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推力 ［ １０］ 。 信息通达的互联网平台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

信息不对称情况，降低搜寻工作的边际成本，尤其是互联网提供的商务动态、创业资讯等信

息，能提高居民参与弹性工作和自雇型就业的概率，帮助劳动者依据自身技能水平，实现有效

的社会分工 ［ １１］ 。 同时，数字技术普及引发的就业岗位增长数量可观，对就业结构非农化调整

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数字消费模式催生“网络达人”等新型职业类型，促进“零工经济” 蓬

勃发展，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大量如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自由工作机会，促进农村低技能劳

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 ［ １２］ 。
另一方面，非农就业是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

模转移将诱导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催生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 ［ １３］ 。 从收入效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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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庭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得的较高非农收入能为农业生产性服务投资

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相较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显然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农户更愿意

将部分非农收入用于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弥补农业生产中流失的人力资本，以此来规避自

然风险和突破资本约束 ［ １４］ 。 从替代效应看，劳动力非农转移引发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在要

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农户更愿意使用较低成本的服务，即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

以替代短缺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从而保证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并获得稳定的农业经营收益，
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均衡状态 ［ １５－ １６］ 。 总体来看，劳动力非农转移将促使小农户逐渐放

弃传统的耕作模式，增加对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有利于拓展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市场空间和经济容量，并进一步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据此提

出假设：
假设 Ｈ １：数字经济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二）供给端：“资本－技术－信息”要素

１ ．资本层面

在数字经济时代，依赖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产生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促使

传统农业资本运营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有助于化解农村市场主体贷款难问题，并为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在传统技术条件和经济模式下，面对信息约

束和抵押约束，小农户和小规模农业经营组织普遍面临信贷配给问题，难以获得所需的金

融资本支持。 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支付宝等互联网新型金融服务平台的支持

下，传统金融业依靠数字技术能够更好地消除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拓宽传统的农村

金融服务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 １７］ 。 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金融

机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提高了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和渗

透率，让更多农户获得生产性信贷支持，有效化解农户筹资难、借贷难问题，并进一步降低

农业生产风险 ［ １８］ 。 充足的资本供给不仅能保证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数量的增加，扩大农

业服务业的产业规模，而且有助于降低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成本，丰富农业生产服务的

形式和提高服务质量。
２ ．技术层面

受制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

状况。 要想提高现代农业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就必须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技术支持，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现代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 １９］ 。 具体而言，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农业经营领域的有效

结合，能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瓶颈，尤其是在一些农业生产预警系统、农业投

入品监管系统等高精尖技术的应用下，生产要素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资源配置，并通过降

低农业要素市场的交易费用，大幅节省农业技术服务成本 ［ ２０］ ，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

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 同时，大数据的广泛使用有助于及时发现农业服务客体的个性

化信息，让农业生产定制化和个性化服务成为可能，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智能化、多样化

与精准化发展 ［ ２１］ 。 总体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农业的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需要优

化农业资源配置来改善要素结构，尤其是对诸如农资、金融和技术推广培训等专业服务需求

增加，催生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２２］ 。
３ ．信息层面

获取生产性服务信息的有效性和便利性是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重要因

素 ［ ２３］ 。 本质上，数字基础设施是信息交流的一种媒介。 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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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损失，增强农民或其他经营者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了

解，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外源动力。 其一，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推动了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数字化建设，有利于打破以往信息传播的传递层级。 通过手机等终端设备及时发布农业

科技、农机服务、农业金融服务等各要素的供需信息，不仅能够缩短农业生产者与服务者之间

的距离，大大增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即时性和互动性，还能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概率，
有助于平衡现代农业服务业的价格，促进生产服务主体和生产经营主体有机衔接。 其二，数
字经济时代，在线教育、互动教育等新型培育教育模式不断涌现，降低了学习和教育的成本，
有利于拓展农民的信息面和提升信息素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新型职业农民等。 在这

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参与人员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将得到明显改善，从而有助于打造

涵盖农业生产全流程的数字信息化体系，实现服务模式创新，并最终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主

体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 ２４］ 。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Ｈ ２：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供给来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构建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１３ 个地级市单位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包括设置 １１４
个实验组即实施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数据主要来自地方统计年报

和地级市统计局，该指标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统计，其余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针对数字经济的测度问题，区别于传统构建指

标体系评估的做法，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 智慧城

市建设兼具数字经济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多维度的发展特征，同时，智慧城市试点

可以提供良好的识别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测度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选取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能够较好地映射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影响。 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同时本文剔除了智慧城市试点中

的直辖市、自治州、县级市等样本，以此来充分保证样本城市的可比性。 最后，为了消除通货

膨胀的影响，本文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来调整所有名义变量，获
得实际值，并对各连续变量指标进行 １％双向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

净效应提供了可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遴选了一

批城市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对试点和非试点城

市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发展差异进行比较。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 ｉ， ｔ ＝ β０ ＋ β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ｉ， ｔ ＋ βｎ∑ Ｘ ｉ， ｔ ＋ μ ｉ ＋ δ
ｔ
＋ ε ｉ， ｔ （ １）

式（ １）中，ｉ 代表地级市单位，ｔ 为年份。 Ｙ ｉ， ｔ 为被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Ｐｏｌｉｃｙ ｉ， ｔ 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代表 ｉ 市在 ｔ 年是否入选智慧城市。 系数 β１ 是核心估计参数，如果 β１ 显

著大于 ０，则说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 Ｘ ｉ， ｔ 为包括经济发展

水平等一系列相关的控制变量。 μ 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 δ 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 ｉ， ｔ 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参考张恒和郭翔宇 ［ ２５］ 的研究，使用单位播种面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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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来反映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
２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 结合数字经济的本质，本文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

施这一外生冲击，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
３ ．相关控制变量。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基础设施、财政依赖程度、教育发展水平、对外开

放水平、市场化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区域人口密度，具体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１ 。
表 １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０．１５８ ０ ．２３４

数字经济发展 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入选智慧城市试点，则当年及以后赋值为 １ ０．２２１ ０ ．４１５

经济发展水平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 ６．８６６ １ ．１０５

农业发展水平 农林牧渔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之比 ６．３２１ １ ．６４８

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人均用电量，取对数 － ３．２０８ １ ．４３０

财政依赖程度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支出之比 ０．４５６ ０ ．２２２

教育发展水平 教育支出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取对数 － ３．６５６ ０ ．４６４

对外开放水平 进出口货物总额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取对数 － ２．２６２ １ ．７４７

市场化水平 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数量，取对数 １２ ．５１５ １ ．０１２

科技创新能力 发明专利授权数，取对数 ５．２４８ １ ．９７８

区域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取对数 ５．７７３ ０ ．８５６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因果关系。 表 ２ 报告

了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列（ １）仅控制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列（ ２）—（ ４）逐渐加入相关控制变量。 在上述

估计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系数值较为稳定，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以列（ ４）为例，数字经济发展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２４，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明相较于没有

入选试点的城市，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当地单位种植面积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带来

了 ２ ．４％的额外增长。 可见，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效果明显。
由列（ ４）可知，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改善，农民也更倾向于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进而促进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财政依赖程度变量也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财政依赖度低的政府能够

将更多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或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区域间服务资源的利

用效率，满足农村地区生产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其中，农
村基础设施变量显著为正也证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水平变量系数为正，且
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服务机械和高效的

生产管理模式，提高国内农业生产效率是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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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Ｎ ＝ ３６２１）

变量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１） （ ２） （ ３） （ ４）

数字经济发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４∗∗∗（ ０．００７）

经济发展水平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１∗∗（ ０．０２１）

农业发展水平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农村基础设施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００８）

财政依赖程度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１∗∗（ ０．０３１）

教育发展水平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０．０１５）

对外开放水平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００４）

市场化水平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科技创新能力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区域人口密度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７）

常数项 ０ ．１５２∗∗∗（ ０ ．００２） － ０．０３１（ ０ ．１０９） － ０．０４３（ ０ ．１１４） － ０．２９２（ ０ ．３３１）

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７９８ ０ ．７９９ ０ ．８００ ０ ．８００

　 　 注：∗ 、∗∗ 、∗∗∗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城市处理组与非试点城市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需要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不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如果在估计之前存

在未被识别的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关的因素影响到城市入选智慧城市建设名单，
那么在未受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冲击之前，两组样本中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可能不

具有相同变化趋势，这就违背了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 为此，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对
政策冲击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否具有相同变动趋势进行

验证，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Ｙ ｉ， ｔ ＝ β０ ＋ β 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ｋ， ｉ， ｔ ＋ βｎ∑ Ｘ ｉ， ｔ ＋ μ ｉ ＋ δ
ｔ
＋ ε ｉ， ｔ （ ２）

式（ ２）中， Ｐｏｌｉｃｙ ｋ， ｉ， ｔ 是一系列虚拟变量。 具体来说，ｋ 代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

第 ｋ 年，ｋ ＝ －１１，…，－２，０，１，…，７。 式（ ２）中的 β ｋ 在智慧城市试点实施前是否显著异于 ０，
是平行趋势检验的关键所在。 由图 １（左）可发现，以试点政策实施前 １ 年为参照组，在政策

实施前 １１ 期至前 ２ 期，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在试点政策实施前，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在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并无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条件。 而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实施之后，相较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数字经济对当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增长产生了

持续的正向影响，且在第 ６ 期开始显著，也再次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增长除了受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冲击、相关变量影响，还可

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即实证结果可能是一种随机性结论。 为此，
本文通过随机分配实验组和对照组，即随机产生一个智慧城市建设名单，保证其数量与实际

的智慧城市试点数量一致，从而构建新的虚拟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变量，并根据基准模型重复

做 １０００ 次回归模拟，观察模拟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分布。 图 １（右）展示了随机生成的智慧城

市试点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值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可见，模拟得出的核密度分布均值接近

０，且与基准回归系数存在较远距离，由此排除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是由不可观

测因素导致的，表明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后，前文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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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尽管上文就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下，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估计结果

进行了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验，但仍然存在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政策制

定者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择优挑选的情况，由此容易导致样本选择偏误。 为此，本
文进一步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重新评估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以确保基准回

归结果的准确性。 在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的基础上，本文仅保留位于共同取值范围内的样

本，并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进行重新估计。 由表 ３ 列（ １） 模型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

量的系数保持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０３１∗∗∗（０．００７） ０．５４５∗∗∗（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３１５∗∗（０．１２９） ０．０２１∗∗∗（０．００７） ０．０２９∗∗∗（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和时间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９２７ ３６２１ ３６２１ ３６２１ ３６２１ ３１９６

　 　 第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核心变量，为了更客观地对其衡量，参考郝爱民 ［ ２６］ 和李明文

等 ［ ２７］ 的研究，使用 ２００３ 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和农业服务业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３ 列（ ２）—（ ３） 的估计结果

显示，无论因变量是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还是农业服务业产值占比，核心解释变量依旧

保持显著为正。 可见，在采取不同方式对因变量进行衡量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第三，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本文借鉴赵涛等 ［ ４］ 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

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采用熵值法，按照年度对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
得到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在使用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替换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变量后，由表 ３ 列（ ４）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在 ５％水平上依旧显著为正，这
进一步巩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第四，样本期内（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还实施了与智慧城市试点相关的其他政策，这些政策也

可能影响试点城市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识别造成干

扰。 为剔除同时期其他相关政策的干扰，本文在式（ １）的基础上加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的政策变量，以及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实施的宽带中国战略的政策变量，
以控制这些代表性政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由表 ３ 列（ ５）可知，在同时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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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种政策影响后，数字经济依然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

证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第五，像直辖市等城市往往拥有特殊地位和政策偏向性，在发展模式等方面与普通城市

存在较大差异，再加上在这些特殊城市中农业产值占比较小，如果将其与其他城市样本简单

混合在一起回归，可能会对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因此，本文将样本中特殊城市做了剔

除处理。 本文所指的特殊城市主要包括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 由表

３ 列（ ６）回归结果可知，在剔除特殊城市样本后，数字经济发展变量依旧保持在 １％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未因特殊城市的存在而产生差异，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

结论的稳健性。

五、作用机制分析与异质性讨论

（一）作用机制分析

１ ．非农就业中介作用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改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结构，从
而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为此，下文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在数字经济推动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非农就业发挥的重要作用。 非农就业变量分别采用非农就业结构即二、
三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比，以及非农就业水平即单位面积二、三产业就业人

数来进行衡量。 以非农就业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 ４ 列（ １） 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

解释变量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向二、三产业

转变。 可见，数字经济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推动农村劳动力向

二、三产业转移。 同时，以数字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结构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二者

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如表 ４ 列 （ ２） 所示，其系数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表明非农就业结构确实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 表 ４ 列（ ３）是以非农就业水平为被解释

变量，回归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表 ４ 列（ ４） 进一步以数字经济发展

和非农就业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二者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 综上所

述，非农就业在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通

过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Ｈ １ 得到了进一

步的验证。
表 ４　 非农就业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Ｎ ＝ ３６２１）

变量
非农就业结构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非农就业水平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１） （ ２） （ ３） （ ４）

数字经济发展 ０ ．１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７３∗∗∗（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中介变量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２ ．要素供给中介作用分析

首先，对资本要素渠道进行验证。 资本要素中介变量使用人均融资总额，即城市贷款总

额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进行衡量。 以人均融资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 ５ 列（ １）回归结

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变量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智慧城市的设立能够帮助居民缓解

信贷配给，提高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可得性。 以数字经济发展和人均融资额为解释变量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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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二者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结果如表 ５ 列（ ２）所示，人均融资额也通过了 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同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变量也显著为正，意味着资本要素供给

在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其次，对技术要素渠道进行验证。 基于广义农业技术进步，使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

业技术进步进行衡量。 参考已有研究 ［ ２７］ ，本文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进行测度，选取农

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作为农业生产

投入指标，并选取农林牧渔总产值作为农业产出指标，测算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表 ５ 列（ ３）是以农业技术进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变量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的设立，有利于促使生产要素破除空间距离的限制，提高农业资

源要素配置能力，缓解资源错配现象，从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表 ５ 列（ ４） 进一步以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二者的系数均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推

动农业技术进步来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最后，对信息要素渠道进行验证。 信息要素使用人均邮政与电信业务总量进行衡量。 从

表 ５ 列（ ５）的估计结果可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人均邮电业务量具有正向影响，且
在 １％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数字经济具备跨时空信息传播的能力，促进了经济信息流动，有助

于拓宽人们的信息渠道，打破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改善信息不对称水平。 表 ５ 列（ ６） 的

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信息要素的中介变量后，两个变量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

均为正，表明信息要素供给在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具有部分中介

效应，促进信息要素供给是数字经济助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 综上所

述，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Ｈ ２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表 ５　 要素供给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Ｎ ＝ ３６２１）

变量

资本要素 技术要素 信息要素

人均融资额 服务业 技术进步 服务业 人均业务量 服务业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数字经济发展 １．３４６∗∗∗（０．１３７） ０．０１６∗∗（０．００８） ０．４９３∗∗∗（０．１８３） ０．０２３∗∗∗（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０．００７）

中介变量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１３１∗∗∗（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和时间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二）异质性讨论

中国幅员辽阔，在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基础建设和生产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而

演化成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因此，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

性。 下文将从区位优势与农业生产特性两方面，考察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作用效果是否会因地理位置、传统基础设施和人均种植规模的差异而表现不同。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城市中完善的传

统基础设施，不仅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也会加快地区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 下文将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分别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进行交互，其中，地理位置

是将不同城市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组，而基础设施则使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来表示。 以表

６ 列（ １）回归结果为例，交互项变量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相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下，越靠近东部地区，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越大，即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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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作用更大。 同时，由表 ６ 列（ ２）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变量显著为正，表明

随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效应更明显。 究其

原因，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运行环境、地方财政实力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环境与条件，再加上数字经济发

展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传统基础设施完善地区更能破除数字经济进

一步发展的障碍。 因此，在这些既有优势的综合作用下，智慧城市建设推进速度更快，也就更

有利于数字经济发挥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数字经济成果的快速转化。
另一方面，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孕育出不同的农业生产特性，进而使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下文将人均农作物种植规模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进行交互，回
归结果如表 ６ 列（ ３）所示，交互项变量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规模经营更有利于发挥数

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效应。 究其原因，从事规模化种植的主体如家庭农场

对数字新媒体应用更多，更容易养成从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信息平台获取信息的习惯。
同时，适度规模经营不仅能推动农业分工的深化，满足农业服务的市场准入门槛，还能显著提

高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投资需求，产生投资效应，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化发

展 ［ ２８］ 。 相反，小规模经营将限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种植规模的约束往往会导致农

业机械及灌溉技术等在有限的土地上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表 ６　 异质性分析结果 （Ｎ ＝ ３６２１）

变量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１） （ ２） （ ３）

数字经济发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７）

数字经济发展∗东部地区 ０ ．１７１∗∗∗（ ０ ．０１４）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５）

数字经济发展∗种植规模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六、拓展分析：“以城带乡”———城镇化的门槛作用

促进数字经济与城镇化建设的深入融合，有利于突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瓶

颈，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城镇化具有的市场环境、科技条件和高素

质人才等要素可为数字经济在更高水平平台与载体上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支

撑。 同时，城镇化自身就具备集聚效应，能够通过改善市场条件，增加对劳动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的吸引力，持续巩固和增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
城乡居民流动日益频繁，城镇化的辐射效应与需求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小农经济关于农业生

产性服务的需求显著扩张。 同时，城镇化所导致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主体和需求内容的异

质化也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对于助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

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在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以城带乡”
视角，利用面板门槛模型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三方面，进一步验证数字经

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
（一）门槛效应检验

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值，二、三产业占比以及建成区占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比值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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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衡量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并将其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 沿

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自抽样法，本文依次进行单一、双重与三重门槛的检验，得到 Ｆ 统计量和接受原假

设的 Ｐ 值。 人口城镇化的单一门槛在 １％水平上显著，而二重和三重门槛不显著，表明最优

门槛值为 １ 个，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对应门槛估计值为 ０ ． ４６９，后续宜选择单重门槛模型进行

分析。 此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变量也通过单门槛检验，门槛值分别为 ０ ． ９０２ 和

０􀆰 ０１７，下文同样宜采用单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二）门槛模型分析

如表 ７ 所示，当门槛变量为人口城镇化时，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同阶段，数字经济对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而言，在第一门槛区间内，此时人口城镇化处于

较低水平，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助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的作用并未得到发挥，而当人口城镇化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为正，且系数明显增大，表明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的效果将逐渐显现且力度更大。 可能原因在于，在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农村居民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较小，再加上农村小农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无法得到及时发展。 同时，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往往意味着当地的信息基础设施和配套

设施不足，数字经济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红利还未得到显现。 而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当其跨过门槛值后，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激发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现实

需求，也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再加上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基

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支撑，数字经济得以更好发展，其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也将

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不仅如此，当门槛变量为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时，只有在高于门

槛值阶段，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推动作用才能得到发挥。 综上，只有在城镇化

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经济才能显著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即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存

在城镇化的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经济才能更好地

发挥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表 ７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人口城镇化 产业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Ｐｏｌｉｃｙ·Ｉ（ θ≤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 ０．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Ｐｏｌｉｃｙ·Ｉ（ θ＞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０ ．１０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１∗∗∗（ ０．０２６） ０ ．１１２∗∗∗（ 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６２１ ３６２１ ３６２１

七、结论与启示

由于数字技术的迅猛渗透，数字经济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

文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１３
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
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上述结果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以及资本、
技术和信息供给来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第三，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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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具备传统基础设施和规模种植优势的城市更明显；第四，基于 “以城带

乡”视角，城镇化在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中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口、
产业以及土地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经济助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才会

显现。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可得到三点启示：第一，主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完善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统筹考虑各个城市发展的不同特征，合理有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尤其应注重

消除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不同地区数字化的均衡发展，将数字红利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村居

民。 第二，加速推动数字经济由消费端向生产端拓展。 强化数字技术往实体经济渗透，注重

利用数字技术支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和配

置效率，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必要时可通过构建农业创新服务平台等途径，更加充分发挥数字

技术的知识扩散和溢出效应，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动

力。 第三，明确城镇化建设在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创新数字

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高不同区域城市之间的互动能级，持续推进农村地区在

产业、人口、土地等方面的城镇化过程，最大限度发挥城镇化的辐射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凝
聚优势，形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参考文献：

［ １］芦千文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７０ 年发展回顾、演变逻辑与未来展望［ Ｊ］ ．经济学家，２０１９（ １１） ：５－ １３．

［ ２］罗必良，胡新艳，张露 ．为 小 农 户 服 务：中 国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 “ 第 三 条 道 路 ” ［ Ｊ］ ． 农 村 经 济，２０２１ （ １） ：

１－ １０．

［ ３］刘楠，张平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Ｊ］ ．经济纵横，２０１４（ ８） ：６５－ ６８．

［ ４］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０，３６（ １０） ：６５－ ７５．

［ ５］余文涛，吴士炜 ．互联网平台经济与正在缓解的市场扭曲［ Ｊ］ ．财贸经济，２０２０，４１（ ５） ：１４６－ １６０．

［ ６］江小涓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５２（ ３） ：４－ １７．

［ ７］万宝瑞 ．我国农村又将 面 临 一 次 重 大 变 革———“ 互 联 网 ＋三 农 ” 调 研 与 思 考 ［ Ｊ］ ． 农 业 经 济 问 题，２０１５，

３６（ ８） ：４－ ７．

［ ８］姜长云 ．科学把握农 业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历 史 方 位 ［ Ｊ］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０２０，

２０（ ３） ：１－ １４．

［ ９］沈兴兴，刘帅，尚旭东 ．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求关系演变趋势与功能优 化 研 究 ［ Ｊ］ ． 农 村经 济，２０２１ （ ６） ：

１２９－ １３６．

［ １０］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Ｓ 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Ｗ Ｃ．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４（ ３） ： ７６４－ ７８８．

［ １１］史晋川，王维维 ．互联网使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４７（ ４） ：１５９－ １７５．

［ １２］莫怡 青，李 力 行 ． 零 工 经 济 对 创 业 的 影 响———以 外 卖 平 台 的 兴 起 为 例 ［ Ｊ］ ． 管 理 世 界， ２０２２， ３８ （ ２ ） ：

３１－ ４５．

［ １３］芦千文，姜长云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６，１６（ ５） ：１０４－ １１５．

［ １４］纪月清，钟甫宁 ．非农就业与农户农机服务利用［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１３（ ５） ：

４７－ ５２．

［ １５］Ｙａｎｇ Ｊ， Ｈｕａｎｇ Ｚ Ｈ， Ｚｈａｎｇ Ｘ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５（ ５） ： １２４５－ １２５１．

５６１

第 １ 期 魏滨辉 　 罗明忠 　 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



［ １６］ 盖 庆 恩， 朱 喜， 史 清 华 ． 劳 动 力 转 移 对 中 国 农 业 生 产 的 影 响 ［ Ｊ］ ． 经 济 学 （ 季 刊 ） ， ２０１４， １３ （ ２ ） ：

１１４７－ １１７０．

［ １７］魏滨辉，罗明忠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 Ｊ］ ．金融经济学

研究，２０２３，３８（ ５） ：６１－ ７４．

［ １８］柳松，魏滨辉，苏柯雨 ． 互联网使 用 能 否提 升 农 户信 贷 获 得水 平———基 于 ＣＦＰＳ 面 板 数据 的 经 验研 究

［ 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２０（ ７） ：５８－ ７２．

［ １９］杨继瑞，薛晓，汪锐 ．“互联网＋现代农业”的经营思维与创新路径［ Ｊ］ ．经济纵横，２０１６（ １） ：７８－ ８１．

［ ２０］罗明忠，魏滨辉 ．农村产业融合的环境效应分析［ Ｊ］ ．农村经济，２０２２（ １２） ：５７－ ６６．

［ ２１］刘奕，夏杰长 ．以服务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思路之辨与路径选择［ Ｊ］ ．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５） ：１１－ １８．

［ ２２］李明文，王振华，张广胜 ．农业服务业促进粮食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 ２７２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门槛

回归分析［ 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０（ ７） ：４－ １６．

［ ２３］庄丽娟，贺梅英，张杰 ．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 ４５０ 户荔枝生产者的调

查为例［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１（ ３） ：７０－ ７８．

［ ２４］李瑾，郭美荣 ．互联网 环 境 下 农 业 服 务 业 的 创 新 发 展 ［ Ｊ］ ．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０１８，

１７（ ２） ：１１－ ２１．

［ ２５］张恒，郭翔宇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地区差异性与空间效应［ Ｊ］ ．农业技术

经济，２０２１（ ５） ：９３－ １０７．

［ ２６］郝爱民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效应和溢出渠道研究［ 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６） ：５１－ ５９．

［ ２７］罗明忠，魏滨辉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Ｊ］ ．经济经纬，２０２３，４０（ ４） ：５８－ ６８．

［ ２８］杨万江，李琪 ．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决策———基于 １１ 省 １６４６ 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Ｊ］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３５（ １） ：１００－ １０９．

（责任编辑：蒋玮）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ＷＥＩ Ｂｉｎｈｕｉ　 ＬＵＯ Ｍ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１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ｆｏｓｔ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ｉｋ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ｓ． Ａ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ｂｏｔ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ｋｅ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ｎｅｘｕ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６６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